
时增加工资 ,内外夹攻令执政者疲于应付 ,于是就产生

了政治右倾的压力。中国也有类似问题 ,我们现在要

吸引外国资本 ,我们的政策是迎合国内的贫困大众 ,还

是迎合外国资本家 ? 今天重读《共产党宣言》,仍然惊

叹马克思的预见性 ,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的认识 ,而且当

时就已提出全球化的必然趋势。但是很多东西无论如

何还是必须与时俱进 ,世界确实变化了 ,完全用阶级方

法分析国际关系可能是行不通的。现在无产者联合不

起来 ,资产者却联合起来了 ,然后如何竞争 ,是以国家

为单位 ,还是以公司为单位 ? 左倾、右倾如何看 ? 这些

都是新问题。

总之 ,方今世界出现了许多新问题 ,给我们提供了

丰富的素材 ,需要我们冷静地、理性地加以研究 ,既不

要食洋不化 ,也不必处处追求“中国特色”,还要摆脱那

种把各种观点纳入“爱国”、“卖国”,“亲某国”、“反某

国”的思维方式 ,才能真正独立思考 ,提出一些自己的

看法。

国际关系理论与大国关系研究
阎　学　通 (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)

　　我国国际关系研究距当初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。

我想就国际关系理论与大国关系研究谈一点理论是什

么及其与大国关系研究的关联。

我想从什么是科学理论及其特征开始。宗教理

论、哲学理论和规范的政治理论是不需要证实的 ,而科

学理论则不然。科学理论要求 : (1)它的标准和概念是

可客观衡量的 ,大家对标准和概念需要有同一的理解 ;

(2)它的研究和推理过程是可公开检验的 ,不拒绝任何

人对它进行检验 ; (3) 它描述的规律可以重复 ,即在一

定条件下同类事件可重复发生。如果说研究对象在历

史上只发生一次 ,永不再有 ,那就不属于科学研究了。

我们还要区别理论与规律的不同性质。理论是人创建

的 ,规律则是大自然 (上帝)创造的 ,理论不是规律。人

类社会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,因此社会规律也属于自然

规律的一部分。人只能发现规律 ,建立理论 ,但人建立

不了规律。牛顿定律也只是对自然规律的解释。人可

以建立规则 ,但规则不等于规律 ,规则可由人来改变 ,

而规律则是由大自然改变的。据此 ,我认为国际关系

科学理论研究主要有三方面的工作。第一 ,发现 (dis2
cover)规律 ,这是最基础的研究。第二 ,就是解释 (ex2
plain)现象 ,也就是创立一个解释某一国际现象的说

法。第三 ,依照发现的规律或是创建的解释进行预测 ,

在何种条件下 ,此类事情还能发生。

我在美国学习时有过一个深刻的感触。韦伯是德

国学者 ,其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》中的理论在欧

洲的影响远不如其在美国的影响 ,原因就在于韦伯的

理论特别符合美国人的宗教精神、哲学思想和文化传

统。美国文化是以新教为基础的。我发现建构主义的

国关理论在美国的影响力好像没有在中国这么大。建

构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影响这么大 ,很重要的一点是因

为建构主义符合了中国知识分子求新的心态 ,对传统

的不满 ,对改革现行体制的渴望。我们需要研究新理

论是否比旧理论有更强大的解释力和预测力。我们需

要时常想到 ,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在性质上是不一样

的 ,在国内政治中能发生的事在国际政治中可能发生

不了。在世界政府建立起来之前 ,这种本质区别即上

下有序 (hierarchy) 和无序 ( anarchy) 的性质差距是改

变不了的。虽然全球化带来国际行为的多方面变化 ,

诸如主权削弱、国际行为体增多、相互依存增强等等 ,

但是全球化并没有改变国际政治的本质。关于全球化

的起始时间存在众多争论 ,有的说是冷战之后 ,有的说

是 80 年代 ,有的说从有资本主义开始。不管是什么时

候开始的 ,全球化都没有改变国际政治的本质。正是

由于全球化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只是程度上的 ,不能使

国际政治进入一个质变的阶段 ,因此学者也就无法在

全球化起点上达成共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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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国关系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源于大国是国际

政治的最主要行为体。到目前为止 ,在国家行为体和

非国家行为体都不断增多的情况下 ,大国仍然是国际

主要行为体中最重要的行为体。第三世界全部加在一

起也成不了一极 ,而美国一个国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

力可以超过上百个国家的总合。这意味着国际关系理

论研究无法避开对大国关系的研究 ,因为大国关系决

定着国际格局。国际格局两大核心要素一是力量对

比 ,二是大国战略关系。在我国 ,大国关系研究的特点

是历史性研究和政策性研究比较强 ,理论性研究比较

弱。应该说我国学者对西方理论的理解还是比较深入

的和比较准确的 ,但是我们自己在研究中没有出现像

美国学者、英国学者、加拿大甚至日本学者所取得的理

论成果。我认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研究

缺乏继承性。科学的理论都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

上向前推进的 ,不是把前人的东西全部否定。否定是

进步的前提 ,但没有继承也难发展。爱因斯坦的相对

论不是对经典力学的全盘否定 ,而是在发现不足的前

提下扩展了物理学的解释范围。我国一些作者今年写

的文章跟他去年写的文章的观点逻辑完全不同。这是

否算是进步 ,要看他是否理解旧观点错在什么地方。

知识如果没有继承性 ,就发展不成现代科学。对于科

学研究者来讲 ,知识的继承首先是继承他自己已经学

到的知识。如果一个人今天的观点否定昨天的观点 ,

而且不知自己昨天的观点错在什么地方 ,那么这恐怕

就不是知识的积累和进步 ,很可能是无根据的臆语。

我国学者渴望创新 ,这是积极因素 ,但科学的创新不是

随意的标新立异。如果没有客观标准 ,不进行公开检

验 ,不能预测 ,那么臆造就会被误当作是理论创新。从

这个意义上讲 ,我们认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科学研究要

注重继承性。当创立新观点时 ,学者们首先要问自己 ,

这一观点和自己以前的观点为何不同 ? 以前的观点错

在哪 ? 新观点和自己的旧观点是什么关系 ? 是对旧观

点的发展呢还是否定呢 ? 科学理论的发展过程是从 t

到 t′,新理论需要涵盖旧理论 ,与此同时新理论要超越

旧理论。没有继承就不可能有科学理论的创新。以建

构主义为例 ,它不是否定现实主义所强调的物质作用 ,

而是在承认物质作用的同时强调非物质东西所起的作

用。

国际关系理论的变化是受大国关系变化影响的。

上个世纪的 50 和 60 年代 ,大国关系主要是相互威慑 ,

于是现实主义理论特别盛行 ,因为这种理论能解释美

苏之间的军备竞赛现象 ;到了 70 年代人们发现大国在

军备竞赛时也存在合作 ,于是新自由主义学派就出来

了 ;冷战结束以后建构主义的兴起就是因为以前两极

格局变成一极格局了 ,过去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都

发生了。例如 ,几十年的经济制裁都未能改变南非的

种族隔离政策 ,冷战后的民主化就把它给改变了 ,思想

的力量强大到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制度。为了解释这

种思想认识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 ,于是建构主义就发

展起来了。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是研究不断发生的新现

象 ,发现规律 ,然后对新现象给予解释。能给出一个新

的解释并不等于就发现了客观规律。很多人实际上是

没发现规律就给予了解释 ,而且不在乎这种解释是否

具有科学性 ,不在乎这种解释是否能被日后的历史所

检验。最近福特基金会请美国学者就中国国际关系理

论研究写了一个报告 ,报告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

究的最大弱点是缺乏科学方法。我国学者在 90 年代

初就意识到了低水平重复的问题。我以为如果加强科

学方法的训练 ,采用科学方法研究的人多了 ,是有可能

解决这种低水平重复问题的。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

所 2003 年夏天就将为我国学者特别是西部地区学者

提供免费的科学研究方法培训。

今天很多学者都提到研究要紧扣问题。那么“问

题”究竟指什么呢 ? 中美围绕反导系统的斗争和南北

发展差距拉大是不是问题呢 ? 从科学研究的意义上

讲 ,这些都不是问题 ,科学意义上的问题应是 ques2
tion ,而不是 problem ,也不是 issue ,应是一个尚无答案

的迷。科学理论研究就是试图给这个没有答案的问题

寻找答案。如果已有答案 ,就应检验这个答案 ,如果这

个答案不完善 ,就需要继续完善这个答案。我举这个

例子是想说明 ,科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。如果科学研

究的问题与政治矛盾的问题都区分不开 ,理论研究就

难有科学性。

我认为王逸舟担任《世界经济与政治》主编的最大

的贡献就是使该杂志从一个非理论性杂志成为国内公

认的最权威的国际关系理论杂志。关于如何提高这个

杂志的科学性我有两点建议 :一是在不排斥哲学理论

和规范政治理论的同时 ,能否多登一些科学性文章 ;第

二 ,匿名审稿时 ,质量标准是否可多强调科学的论证而

不是观点的新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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